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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政学系是蒋介石统治时期所依靠的一支重要力量，但其成员结构始终众说纷
纭；而人们对政学系的诸多观察，更多的是源于其政治对手的言说。因此，考察其组织轮

廓，往往需要勾勒出国民党各派系之间的人物谱系。政学系初期，党内各派因反对杨永泰

个人，而将其周围的一群朋友冠以“政学系”之名。如果说此时的杨永泰还有伐异之举，

稍符派系之说，后期则无人能担此任。杨永泰死前１０个月形成的中央政府新内阁，是所
谓政学系的成熟期。他们的核心人物是黄郛，大都是有欧美留学背景的教育、金融界专业

人士，有一定的治国能力，与杨永泰并无多少交集。由于这批行政官僚无派无系、位居高

位且由学而仕，符合政学系的人物描述，故旁人多以政学系视之，而这些人也多因同声相

求，愿与其他被视作政学系之人相往来，两种过程，交错为用，共成政学系之名。政学系不

仅满足了蒋介石政权建设的需要，也改变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权力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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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６年７月国共和谈期间，周恩来与一位美国教授谈话时，对国民党权力结构归纳道：“国民
党的最后决定权是操在蒋介石的手中，但蒋也不是孤立的，而是受他下面各集团影响的。每一个集

团都在他之下，都非操有全部的权力。这权力是分割的，如党务操在ＣＣ系的手中，财务操在宋、孔
的手中，军事操在黄埔系的手中，行政方面则政学系的势力较大。这样各集团都是只有一部分权

力，而在他们的全体之上则是蒋，造成蒋的政权。同时每一个集团都对蒋有影响。”①

周恩来对蒋政权的分析，不仅代表中共的认识，也得到当时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同。在蒋介石控

制下的各政治派系中，ＣＣ系和黄埔系有着明确的组织形态；孔祥熙、宋子文与蒋是牢不可破的姻亲
关系；而政学系究竟由哪些成员组成，始终众说纷纭。尽管事实上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组织称为政学

系，但除所谓的政学系成员之外，其他各派势力都一口认定有一个政学系，甚至连美国国务院１９４９
年公布的《白皮书》中也持这样的观点。② 因此，长期以来在很多人心中形成了一个若明若暗的谜

团。本文主要利用民国时期与政学系相关的人物日记、年谱及回忆录等文献，试图梳理政学系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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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不要成为一国的工具，应同一切盟国保持友好关系》（１９４６年７月９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南京市委员会
编：《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５３５页。

熊式辉著，汪朝辉编校：《海桑集———熊式辉回忆录（１９０７—１９４９）》，香港，明镜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６５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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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主要人物谱系，同时探讨它在蒋介石政权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同 ＣＣ系、黄埔系之间的矛盾关
系等。①

为什么叫政学系？

“政学系”这一名称，完全是因杨永泰（畅卿）个人经历而得名。

民国初年，李根源在北京创办了一个政治团体，称之为“政学会”。其成员大多是国会议员，杨

永泰也是其中一员。１９１８年广东军政府时期，李、杨等政学会要角联络旧桂系，逼孙中山辞去“大
元帅”，改为七总裁制，孙中山被迫离开广州赴上海。李根源、杨永泰等人由此与国民党交恶。此

后，杨永泰一直游走于南北政府之间。蒋介石日记第一次提到杨永泰，就是在孙中山离开广州的

１９１８年７月，蒋对杨的态度完全是负面的：“今日见岑春煊通电，知其已于二日到粤，将就总裁职，
呜呼，此老不死，国亡无日矣，粤省自杨永泰为财政厅长，钮永建为兵工厂监督，李根源为边防督办，

李烈钧为边防总司令，大权皆落于岑派之手，作恶更甚。”②然而，这样一个为蒋所不齿的杨永泰又

是如何在日后成为蒋的心腹？这离不开一个人，即蒋介石的盟兄———黄郛（膺白）。

１９２４年底，黄郛协助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囚禁总统曹锟，出任摄政内阁总理，第二次直奉战
争以直系失败告终。不久，段祺瑞、孙中山分别入京共商国是。可惜孙中山于１９２５年３月去世，段
祺瑞成立临时执政府，任命梁士诒为财政善后委员会委员长，黄郛、杨永泰为副委员长。③ 杨永泰

开始与黄郛共事。

１９２７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经黄郛介绍，杨永泰结识蒋介石。这年７月５日，蒋在日记中写
道：“下午往访（钱）新之、膺白，会杨君永泰。”④此时的杨永泰在蒋介石眼中不再是九年前“作恶更

甚”的“帮凶”，而称其为“君”了。但杨主要还是协助黄郛工作。１９２８年黄郛因济南事件辞职引退
后，杨永泰正式为蒋介石服务。

在投靠蒋介石最初的几年，杨永泰并没有获得具体的实权。他一度想在立法院谋个“委员”的

职位，时任立法院院长的胡汉民坚决拒绝，并公开表示：“杨某昔曾反对孙总理及陷害同志，吾焉能

用之？”⑤因此，杨根本无法进入南京的“党国”中枢，他主要的工作是给蒋介石当谋士，协助蒋收买

各地反蒋实力派。例如，１９２９年蒋桂战争中，杨替蒋收买桂系俞作柏；１９３１年宁粤对峙期间，杨
“奉命赴香港秘密工作，对西南加以分化运动”。⑥

１９３２年初蒋介石第二次下野再次复出后，原本坚决反对杨永泰的党国大佬胡汉民一时脱离南
京中央，为杨永泰提供了新的机会。他随蒋介石赴汉口主持鄂豫皖三省“剿共”军事。针对“剿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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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政学系的研究已有很多，其中代表性的成果，有孙彩霞《新旧政学系》（华夏文化出版社１９９７版）、唐德刚《政学系探
源》（《观察》２００８年第１期）、赵英兰《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新政学系》（《史学集刊》１９９５年第３期）、王水勤《浅论政学系的兴
衰及其特点》（《学术论坛》１９９３年第１期）、李宜春《国民党新政学系述论》（《贵州社会科学》２００７年第７期）、林绪武《政学会与
新政学系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教学》２００７年第９期）等。上述研究很少使用近年来新公布的海外文献资料。

《蒋介石日记》（手稿），１９１８年７月４日，原件藏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本文所引日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
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抄件，下同。

沈云龙编著：《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上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１９７６年版，第２３２页。
《蒋介石日记》（手稿），１９２７年７月５日。
蒋永敬编著：《民国胡展堂先生汉民年谱》，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１年版，第４３５页。
周佛海：《盛衰阅尽话沧桑》，《陈公博周佛海回忆录合编》，香港，春秋出版社１９７１年版，第２１０页。另据刘叔模回忆，杨

永泰“到香港的任务，是收买余汉谋的”。见刘叔模《一九三一年宁粤合作期间我的内幕活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文史资料选辑》第１７辑，中华书局１９６１年版，第１２８页。



金以林 ／蒋介石与政学系

问题，杨永泰提出一套系统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理论，得到蒋的认可，遂被任命为三省“剿共”

司令部秘书长，不久又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秘书长，全权总揽“剿共区域”的政治事务，包

括人事任免。据ＣＣ系领袖陈立夫回忆：

要知道杨永泰是怎样一个人，从政学系的领袖李根源对杨的批评可以见之。李在苏州作

寓公时对人家说：“杨永泰好比我们云南的烟土，吸了它觉得很舒服，上了瘾就不容易摆脱它

了，吸久了就会中毒。”杨是一位道地的政客，他见蒋先生时，常对于重要问题，携带了正面和

反面两种方案，他先探探蒋先生的意思，如果蒋先生偏向正面的，他就呈上正面的方案；反之则

呈上反面的方案，以迎合蒋先生之意旨。①

１９３５年底国民党五全大会后，蒋介石兼任行政院长。鉴于杨永泰出色的行政能力，蒋介石任
命他为湖北省政府主席。

以杨永泰的经历与资历来看，在国民党内既没有历史渊源，又没有战功，投蒋之后短短数年，便

得到信任且升任封疆大吏，这自然引起跟随蒋介石一起打天下的 ＣＣ系势力的排斥。他们原本自
视为“蒋家天下陈家党”，怎能任由杨永泰随意干涉地方干部的任免。据黄埔干将康泽回忆：杨永

泰“这套办法，旨在增强各级行政力量，用以镇压共产党的活动，是他的意图的一面；而另一面则是

在削弱ＣＣ系的作用和力量。陈立夫对此曾大为不满，有一次他和我在由九江到南京的轮船上，向
我讲了许多批评政学系，攻击杨永泰的话。”②陈立夫对此也不讳言，并公开表示：“其实在他（指杨

永泰———引者注）来之前，蒋先生用的都是年龄较轻的人，他来了之后就开始用老年人，也开始用

非国民党籍的人。”③

此后，凡是同杨永泰接近、包括与杨并不熟悉但与国民党缺乏历史渊源而获得较高政治权势的

人，都被党内各派势力（无论是反蒋派还是拥蒋派）视为竞争对手和共同的敌人。而反对他们的最

佳理由，就是借口杨永泰在历史上曾反对过总理孙中山，且冠以“政学系”的名义加以打击。

除杨永泰外，最无可争议的政学系领袖人物就是与杨关系密切的张群（岳军）和熊式辉（天翼）

两人。但他们始终都不承认“政学系”的名号。１９４６年８月，张群在美国同康泽谈到党内派系问题
时曾说道：“人家都说我们是政学系，其实我们并没有什么组织，我们只有一批朋友，这批朋友多少

有些能力和经验。”④对张群的这种解释，陈立夫也承认：“事实上政学系是没有正式组织，但他们的

组成分子都保持很密切的联系，他们不做低层工作。他们将力量集中在高层，尽力研究蒋先生、研

究汪先生，想尽办法来逢迎领袖及他身边重要的人，这一做法目的是赢取信任和好感，然后再运用

这些权势去实现他们的计划和他们的目标———取得重要而正式的官位及发财。”⑤“据国民党的传

统说法，政学系的成员没有‘简任’以下的小官。所以它是个‘有将无兵’的团体。他们只与高级的

政敌，决胜于千里之外；而不在大学的学生宿舍，或小职员的公共食堂内，对人家横眉竖眼地表示特

殊惹人讨厌。所以政学系给予一般人的印象便是这一团体是一大批做大官、享厚禄的‘治世能臣’

的组织。”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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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立夫：《成败之鉴》，台北，正中书局１９９４年版，第１７１页。
《康泽自述》，团结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２２６页。
陈立夫：《成败之鉴》，第１６６页。
《康泽自述》，第１３７页。
陈立夫：《成败之鉴》，第１７２页。
唐德刚：《政学系探源》，《观察》２００８年第１期，第６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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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上述评论，熊式辉的自白更是印证了这一观点：

“政学系”之一名词，乃由“政学会”强牵出来的。“政学会”原是民国初年北京国会议员

李根源等所创立，杨永泰当时亦确是其中一分子，民国二十年间，杨任南昌行营秘书长，余为参

谋长，朝夕相处，外间乃将余牵扯及，亦指为旧政学会中人。张群与杨素相善，更指为政学会重

要分子，此外凡未有其他派别彩色，而常与余等稍多接触者，如吴铁城、陈仪、王世杰、翁文灏、

张嘉趝、何廉等等，亦莫不加政学系之头衔。究竟“政学系”三字是由何处产生？是自何人呼

出？至今尤未分明，或疑为乃共产党所制造，用以分化政府方面各干部。①

熊式辉提到的这些人大都被视为政学系的要角，这大体是无误的。但将“政学系”这一称呼归

罪于共产党，明显与事实不符。

“政学系”这一名称，最早来自国民党内。１９３１年宁粤对峙前后，汪精卫、胡汉民等党内反蒋势
力在广州公开发表通电，历数蒋氏四大罪状，其中一条就是起用“政学会”的杨永泰。② 当杨还没有

位居高位时，他仅仅被视为历史上的政学会的一员。自从他出任南昌行营秘书长后，就被黄埔、ＣＣ
系等称为“政学系”了。１９３６年１１月，杨永泰遇刺身亡后，蒋介石一度想调熊式辉接任湖北省政府
主席。当时随蒋介石在前线“剿共”的黄埔将领陈诚，在一封家书中就直接将杨永泰、熊式辉称为

“政学系”，并表达了自己的不满：“委座拟以天翼调鄂，一因畅卿所用者均政学系，如他人主鄂，人

事易起纠纷；二以日本外交比较，以亲日派系容易应付。委座之用心可谓苦矣。惟以非有组织不能

有地位，及非亲日不能为主席，实可考虑。又畅卿抚恤金，委座已批拾万元，以国家经费及过去有功

者之比较，似不无失当之处。”③

蒋介石为什么要用政学系？

在国民党内，蒋介石的地位本不高，他起家就是靠黄埔军校。通过黄埔建军，他当上北伐军总

司令，依靠他在军事方面的才华，完成北伐。从此，他成为国民党内无可替代的军事领袖，牢牢掌握

军权，终此一生。但是，在“党权”高于一切的党国体制下，自孙中山逝世后，汪精卫、胡汉民被视为

当然的继承人，成为“党权”的代言人。

１９２７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虽然蒋介石一度出任国府主席，可他并没有建立起一个巩固的
南京政权。在国民党的训政体制下，他主要仍是依靠军权打击汪精卫、西山会议派等公开挑战他的

党内反对派和地方实力派。因此，在先后爆发的蒋桂战争、中原大战期间，他基本无暇顾及中央政

府的政权建设。而帮他料理后方的主要是行政院长谭延和立法院长胡汉民两人。与此同时，他

还重点扶持以陈果夫、陈立夫为首的ＣＣ系，寄希望于依靠ＣＣ系的势力控制“党权”。
１９３０年９月，就在蒋介石取得中原大战胜利之时，行政院长谭延去世，１１月，蒋介石兼任行

政院长。尽管蒋介石一时击败了汪精卫代表的“党权”和阎锡山等地方实力派的联合反抗，但很快

又同南京的另一位“党权”代表胡汉民矛盾激化，一度将胡汉民软禁在南京汤山。这件事引起国民

党内更大的分裂———宁粤对峙，最终导致蒋介石二次下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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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式辉：《海桑集》，第６５６—６５７页。
《邓林萧古之卅电》，上海《民国日报》，１９３１年５月４日，第１张第３版。
《陈诚先生书信集·家书》下，台北，“国史馆”２００６年版，第４０７—４０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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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蒋介石两次下野的最核心因素，主要是来自国民党内的反对派，可见在南京政府成立后的

最初五年，他对党权的控制是非常有限的。而他两次复出的主要因素，则是依靠他所掌握的“军

权”，这在国民党内无人能比，也是国民党的需要，因为第一次复出是要靠蒋介石的军权来完成北

伐，统一中国；第二次复出是面对一·二八淞沪抗战，要依靠他对抗外侮。

１９３２年初，蒋介石成功分化了汪精卫、胡汉民的反蒋联合阵营后，再次与汪精卫合作，重掌政
权。此后，国民党内公开的武装反蒋运动告一段落，蒋介石开始关注政权建设。他在反思此前自己

两次下野的教训时总结道：“无干部、无组织、无情报”是“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而对“智识阶

级”的忽视和“教育界仍操于反动者之手”，更是上述因素造成的恶果。① 此前，蒋主要依靠的力量

是两批年轻人，即替他打江山的年轻军事干部黄埔系和负责巩固他在党内地位的ＣＣ系。此后，他
开始重视干部队伍的建设，逐步将目光扩展到国民党以外的社会精英中，特别是教育界学有所长者

和有一定政权管理能力的旧官僚，从而改变了国民党政权的政治生态。②

然而，在“以党治国”体制下，南京中央政权仍摆脱不了胡汉民或汪精卫代表的国民党正统“党

权”，蒋介石必须在汪、胡之间选择一个合作伙伴。蒋介石再次复出后，将行政院院长的位子让给

汪精卫，自己只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因此对中央政府的人事任免和政权建设，不得不对汪精卫

有所依赖或妥协，唯有军权和财权（汪精卫内阁的军政部长是何应钦、财政部长是宋子文、孔祥

熙），他牢牢掌握，绝不退让。此外，他在军事委员会之下成立国防设计委员会，以此名义延揽一批

党外人士，特别是教育界的精英，以此储备干部，随时为己所用。

此后的三年间，南京的行政院大致由汪精卫做主，蒋介石的工作重心主要在“剿共”和对日交

涉两方面。蒋任命杨永泰和黄郛分别担任南昌行营秘书长和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

协助他解决当务之急。在这两个领域，汪精卫主管的行政院很难插手。

１９３５年１１月１日，在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开幕式上，汪精卫意外被刺，不久即出国养病，胡汉
民又远在欧洲游历，南京中央政府暂时出现了由蒋介石一人控制的局面。在不久后召开的国民党

五全大会上，蒋介石将象征最高“党权”和最高“政权”的国民党中常会、中政会主席分别让给胡汉

民和汪精卫，自己仅兼两会副主席，但却再次接掌了负责实权的行政院。

这时，蒋介石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政权建设中人才匮乏。针对国民党五全大会上的选举，蒋

在１１月２３日的日记中痛苦地写道：“此次选举，幼稚者争名，老病者腐败，卒使名实相反，似此
选举，使本党不仅亡国，必招灭种之罪，思之苦痛悲惨！”１２月４日，五届一中全会期间，蒋“为党
政人事，几使脑筋刺痛。”③蒋所称的“幼稚者”，大都是指他年轻的部下 ＣＣ系和黄埔系，虽然他
们对蒋的忠诚无须怀疑，但能力不足以负责政权建设；所谓的“老病者”则大都是与国民党有深

厚渊源并多次参加过反蒋运动的党内大佬们，包括西山会议派、汪派、胡派。他们此前在“党权”

方面都是蒋介石的竞争对手；而党内支持他的元老，又都不为蒋介石所信赖。早在南京国民政

府成立之初，蒋介石就曾在日记中对支持他的戴季陶、张静江、谭延评价道：“季怯，而静硬，组

默，皆有病也”；特别是“与静江兄谈天，格格不入，为之心碎”。④ 无奈，蒋介石只能将目光扩展

到那些不可能挑战自己的党外人士。这些人不但有一定的执政经验和专业才能，还暂无派系

纠葛。

７４

①
②
③
④

《蒋介石日记》（手稿），１９３１年１２月２２日。
有关此问题可参考拙文《蒋介石的１９３２年》，汪朝光主编《蒋介石的人际网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
《蒋中正总统五记·困勉记》上，台北，“国史馆”２０１１年版，第４７９、４８１页。
《蒋介石日记》（手稿），１９２７年１月２９日、３月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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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５年底组成的新一届内阁成员如下：

院长：蒋介石（原汪精卫）

副院长：孔祥熙连任

秘书长：翁文灏（原褚民谊）

政务处长：彭学沛连任仅三个月，由蒋廷黻继任

内政部长：蒋作宾（原甘乃光代理）

外交部长：张群（原汪精卫兼）

军政部长：何应钦连任

海军部长：陈绍宽连任

财政部长：孔祥熙连任

交通部长：顾孟余，俞飞鹏代理（原朱家骅）

铁道部长：张嘉趝（原顾孟余）

实业部长：吴鼎昌（原陈公博），常务次长谷正纲（次年改任周诒春）

教育部长：王世杰，常务次长钱昌照

新内阁中的成员，几乎清一色是被视为政学系的要角，如翁文灏、蒋廷黻、张群、张嘉趝、吴鼎

昌，还有继任不久的王世杰，此前他们同国民党的关系都相对疏远。留任的阁员，也只属于此前汪

内阁无法掌控的军权和财权部门。这自然引起党内反对派的不满，也令绝对忠诚于蒋的ＣＣ系、黄
埔系的年轻人不服。时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秘书长的王子壮在日记中曾记：“自一中全会后，

号称容纳各派的行政院各部，相继成立，主持其事者显然为政学系之一般人。犹忆一中全会时，张

溥泉（张继———引者注）先生慨华北之紧张，欲谒蒋有所陈述而竟不得见，于是于会中（１２月５日第
三次会）痛切陈词，除责各派之纷歧外，并直陈人欲知中国政局之真像，非至中国银行楼上探听不

可，是真奇谈等语。所谓中国银行楼上者，即杨永泰、张群、吴铁城等之所在，政治上为蒋先生运筹

帷幄之所也。”①

“欲知中国政局之真像”，不是在号称党权高于一切的中央党部，而“非至中国银行楼上探听不

可”。此话出于局内人之口，可见党内对政学系的不满程度，但蒋介石对来自党内的诸多反对之声

并不以为然。他在１２月１０日的日记中写道：“近日改组行政院以来，凡亲近之人，于人选，多表示
不满，几乎视余为人人可得而欺侮者，真使余脑筋刺痛。”但他又不无自豪地表示：“行政院各部人

选，皆以才德为主，尤以引用党外人才之政策告成；虽内部多不谓然，但竟能贯彻主张，是亦最近之

成功也。”②

政学系都有些什么人？

讨论政学系都有哪些人，最绕不过的核心人物就是黄郛。可以说黄郛是政学系真正的灵魂人

物。无论是时人公认的政学系要角，还是很少被纳入视野的一般成员，都与黄郛有着千丝万缕的

联系。

８４

①
②

《王子壮日记》第３册，１９３６年１月１４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２００１年版，第１５—１６页。
《蒋中正总统五记·困勉记》上，第４８２、４８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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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２８年济南事变后，黄郛辞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职务，下野赋闲。自１９２９年元旦开始，他取
其夫妇（黄膺白、沈亦云）名字的最后一字，以“白云山馆主人”的名义留下一部日记，一直记到他去

世。这部日记第一周中记到的交往人物，即可大致勾勒出政学系的人际关系网络。

１月２日，颜骏人自津来会，午后杨畅卿及炎之夫妇来谈。
１月３日，早餐后出访孙慕韩、于右任、张西诸君；又孟和、郑女士毓秀、孔廉白诸君来

会；晚熊司令天翼邀饮，同座有朱益智、邵力子及各家属。盖熊、朱、邵及我四人皆济案中之共

患难者，而我与熊、朱三人骑马出南门之情况，至今回首，思之犹历历在目也。

１月４日，午后熊天翼君来谈上海特别市事，意甚恳挚，乃出前数日因此事致岳军弟函稿
与阅，彼始了然于我之地位……晚间焕章来电（党家庄别后已八阅月而未通只字），请出主持

导淮事，忽嘱担任沪事，忽又邀我赴宁，政府中人之不接洽不致密，真是出人意外。

１月５日，午后杨畅卿来谈，乃共商定复焕章电。
１月６日，晨起练拳剑后得介石来一歌电……傍晚遂复一电。
１月７日，早餐后文钦来谈三点：一，出处要慎；二，私交要顾；三，国事不能放手。颇可参

考……访熊天翼于其私邸（紧邻），彼又哓哓劝出任上海市不已。

１月８日，晚间六时半宴客如下：颜骏人、孙慕韩、周季〔寄〕梅、张西、杨畅卿、张公权、林
理源、陶孟和、朱炎之、金纯孺。餐后杂谈新约及财政等各端，至十一时散。①

从黄郛一周日记中涉及的人物，我们大致可以总结出与其交往密切的几种政治势力。

一是张群、熊式辉、杨永泰。这三人被称为政学系的核心人物。

二是国民党内派系色彩不浓的党国元老，如于右任、邵力子、朱培德（益之，黄郛日记中称“益

智”）。再有一位就是与黄郛关系密切的冯玉祥（焕章）。

三是北洋旧人，包括政界和金融界两部分。政界有颜惠庆（骏人）、孙宝琦（慕韩）、张耀曾（

西）；金融界的有张嘉趝（公权）。

四是教育界的陶孟和、周诒春（寄梅）等。

先谈第一组人同蒋介石的关系。黄郛、蒋介石、张群三人是结拜兄弟。１９２６年，蒋介石率部北
伐前，特地招他的盟弟张群前来效力，任命张群为北伐军总司令部总参议。北伐军占领江西后，蒋

介石又请他的盟兄黄郛协助北伐军底定东南。黄郛一到南昌，即通过中国银行“透支１００万元供
国民革命军军饷”。② 另外，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之所以支持蒋介石，可以说黄郛也是功不可没。

但黄郛始终没有加入国民党。１９２７年５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不久，蒋介石任命黄郛为上海特别
市市长。８月，蒋介石第一次下野时，黄郛也辞去市长一职。张群则陪同蒋介石赴日本，蒋介石与
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会谈时的翻译就是张群。③ １９２８年蒋介石复出后任命黄郛为外交部长。济南惨
案发生后，黄郛负责处理善后，张群则赴日本协助。在处理济南惨案的过程中，黄郛代蒋受过，引起

国人不满而辞职下野，蒋则任命张群为上海特别市市长，熊式辉为上海特别市警备司令。１９３６年
黄郛病逝后，所有政学系成员与蒋的关系大都由张群继承。在公认为政学系的诸多人物中，能够长

９４

①

②
③

《黄郛日记》第１册，１９２９年１月２—８日，原件藏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本文所引用的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
代史研究所藏复印件，下同。

沈云龙编著：《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上册，第２６７页。
张群口述，陈香梅笔记：《张岳公闲话往事》，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１９７８年版，第３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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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得到蒋介石的信任、并唯一与蒋善始善终的就是张群。

第二组人物，在国民党内虽有一定的历史地位，但派系色彩不浓。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

是同以孙中山为首的粤籍国民党人的历史渊源不够深厚。虽然他们并没有被视为政学系成员，但

此后大都同政学系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此外，还有一些准政学系成员，如河南省政府主席刘镇华因与杨永泰关系密切而被视为政学

系；陈仪（浙江人，曾出任浙江、福建省政府主席、台湾行政长官）、吴铁城（中原大战时随张群赴东

北说服张学良，此后接张群任上海市长）、黄绍（虽是桂系出身，中原大战后与李宗仁、白崇禧和

平分手，投靠蒋介石，先后担任广西善后督办、内政部长、浙江省政府主席）等人。他们大都官至省

主席，资历老，有一定的行政能力，与传统粤籍党国领袖没有渊源。因此，常被年青一代的黄埔、ＣＣ
系或党内反蒋派视为准政学系成员。

第三组人物，主要是北洋旧人，基本上与南京国民政府没有任何关系。其中颜惠庆、孙宝琦、张

耀曾三人都曾官至北洋政府内阁总理，颜、孙两人出任过外交总长，张耀曾当过司法总长和北大教

授。他们都是因为与黄郛的关系，开始接近南京政权。特别是自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民族
危机，蒋介石在解决对日交涉时，不得不依靠这批外交界的专才，陆续聘请颜惠庆、顾维钧等人为

“对日特种委员会”委员。据颜回忆，委员会由宋子文负责，“我与宋氏尚属初次见面”。① 第二年，

颜、顾两人正式加入南京政府工作。这里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外交界的这批北洋旧人，却很少被视

为政学系成员。

这一组中另一个重要人物是金融界的张嘉趝。蒋介石领导下的南京政权之所以能击败胡汉

民、汪精卫等国民党内的广东帮，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蒋介石得到了江浙财阀的支持。这其中的核心

人物就是张嘉趝。以往学界对蒋介石与江浙资本家的研究已有很多，细细考察，我们不难发现蒋介

石同民族资本的联系，主要集中在金融资本方面，很少有工商资本。特别是在南京中央政权对国家

金融尚未控制之时，更加看重和依赖金融资本。

中国的金融资本，主要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发展起来的。当时最著名的银行莫过于“北

四行”和“南五行”。“北四行”的中坚是盐业银行和金城银行，核心人物就是两行总经理吴鼎昌和

周作民。“南五行”的核心是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张嘉趝、钱永铭分任两行总经理。因此，时人

称北四行主持人是“清一色的政学系正统的金融资本”，南五行为“政学系官僚资本的核心”。② 他

们在北洋时代即与黄郛有着密切的往来。蒋介石能同他们建立联系，黄郛功不可没。

１９２７年３月，蒋介石率北伐军占领上海不久，即依靠黄郛引荐，结识了这批金融资本家。３月
２６日，蒋介石在日记中曾记道：“（吴）稚晖、（李）石曾、（蔡）孑民（元培）、膺白诸同志来见，谈党
务。（虞）洽卿、（陈）光甫、（钱）新之、（陈）蔼士兄来谈财政委员会之组织。”③正是有了这一批人

的大力支持，蒋介石才有本钱同武汉方面对抗。１９２８年１月，蒋介石得以复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
是得到了江浙财团的支持。④

第四组教育界人士。他们与蒋介石和政学系的关系，以往的研究非常不足。黄郛在此同样起

了非常重要的穿针引线作用。特别是黄郛日记中提到的陶孟和，对此后政学系的形成贡献最大，他

向蒋介石推荐了两个著名人物：翁文灏和吴鼎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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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颜惠庆著，姚崧龄译：《颜惠庆自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１６５页。
转引自孙彩霞《新旧政学系》，第２４２页。
《蒋介石日记》（手稿），１９２７年３月２６日。
据蒋介石日记载：“与新之、子文、 霓、樵峰谈财政”；“与银行界谈财政至六时，困难殊甚，而子文等以为有如此情状，尚

称客气也”。《蒋介石日记》（手稿），１９２７年１２月２５、２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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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陶孟和，不能不提钱昌照。他们两人和黄郛是连襟，关系自然密切。陶和钱两人前后毕业

于英国伦敦政经学院。黄郛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时，钱昌照经妻兄沈怡推荐，开始给黄郛当

机要秘书。“当时黄郛打算让陶孟和当外交部次长，陶孟和是一个学者，不愿搞政府实际工作，推

荐蒋廷黻。”①蒋也不愿担任，黄郛后来找杨永泰等人才组成班底。１９２８年济南事变后，黄郛辞去
外交部长，经张群介绍，钱昌照任国府主席蒋介石的秘书，负责“处理经济、教育和外交的文件”，

“蒋每天下午见客，我（钱昌照———引者注）都陪同”。１９３０年春，钱曾代表蒋介石到北平处理清华
大学因反对ＣＣ系吴南轩任校长而引发的学潮。后经陶孟和推荐，钱昌照报告蒋介石提名翁文灏
代理清华校长，从此结识翁文灏。② １９３０年，蒋介石一度兼任教育部长，先后任命陈布雷和钱昌照
两人为教育部次长。１９３２年国防设计委员会成立时，钱昌照为蒋介石“联系了许多知识分子”。此
外，陶孟和还特别推荐吴鼎昌，称其“能说善道，甚有用”。钱即请吴“同蒋见面，讲经济问题。吴讲

起话来滔滔不绝，显示了他的才干。”“从那时起，蒋很看重吴。吴在北方办银行，有蒋作后台，对他

很有利。吴背后还有《大公报》，蒋当然很感兴趣。吴还介绍何廉同蒋在庐山见面。”③与此同时，

钱昌照还介绍翁文灏给蒋介石授课，蒋介石在日记中讲道：“翁讲中国煤铁矿业之质量……中正梦

之今日始醒，甚恨研究之晚”；“翁实有学有识之人才，不可多得也”。④

钱昌照还向蒋介石推荐了王世杰。王世杰同钱是伦敦政经学院的同学。钱任教育部次长时，

王世杰是武汉大学校长。他每次来南京都找钱昌照帮忙解决学校困难。据钱昌照回忆，“汪精卫

担任行政院长时，提出一个阁员名单，讨论时只有蒋、汪和我三人。名单大体可行，只有所提教育部

长褚民谊，蒋不赞成，因为褚当时名声不好，不宜当教育部长。蒋考虑改换一个人。我说如果换一

个同汪合不来的人，是不行的，我想到王世杰同汪还不坏，因此就建议由王世杰做教育部长。”⑤

在第四组名单中，还有周诒春。他毕业于圣约翰大学，是美国耶鲁大学硕士。１９１２年南京临
时政府成立时，周一度担任过孙中山的英文秘书。１９１３年任清华学堂校长，为清华的迅速崛起奠
定了良好的基础。他还代理过燕京大学校长。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初，周先后任中孚银行北京分行经
理、全国财政整理委员会秘书长等职，当选过北洋时代的国会议员。在此期间与吴鼎昌建立了深厚

的友谊，之后长期追随吴鼎昌。吴鼎昌经陶孟和介绍参加国府，任实业部长，周任常务副部长；后吴

任贵州省政府主席，周任省府委员兼财政厅长，直到抗战胜利。周诒春和陶孟和两人还有一个共同

的重要职务，即中华文化教育基金委员会董事，周还一度担任基金会总干事。该基金会主要负责美

国退还庚款的分配，在教育界影响重大。１９３２年以后，教育界众多精英加入政府工作，多是通过
周、陶两人介绍给钱昌照，再引荐给蒋介石这样一条直接有效的途径。

经陶孟和、钱昌照的引荐，１９３２年翁文灏和吴鼎昌同时加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新成立的国
防设计委员会，翁文灏任秘书长。能将翁延揽纳入政府工作，蒋介石相当得意，他曾在日记中写道：

“以翁最有阅历，亦有能力，可喜也。”⑥１９３５年底，蒋介石出任行政院长，即任命翁文灏为秘书长，
吴鼎昌为实业部长。此后陆续加入南京中央政府工作的，还有清华大学教授蒋廷黻和南开大学教

授何廉。

蒋廷黻是《独立评论》的创办者和三编委之一（其他两人是丁文江和胡适），《独立评论》创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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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钱昌照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２２页。
《钱昌照回忆录》，第２５、２９页。
《钱昌照回忆录》，第１４６—１４７页。
《蒋介石日记》（手稿），１９３２年６月１７、１９日。
《钱昌照回忆录》，第１４３页。
《蒋介石日记》（手稿），１９３２年７月２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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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九一八事变后，蒋廷黻撰写了大量时政文章，同时还为《大公报》撰稿。据蒋廷黻回忆：“我们与

《大公报》间从来没有默契，更谈不上正式的合作，但事实上是共守相同的原则。我在《独立评论》

和《大公报》上发表的文章引起很多人的注意，其中包括蒋委员长。１９３３年夏季，他约我到长江中
部避暑胜地牯岭去谈话。促成此事的是《大公报》的发行人吴鼎昌和蒋的亲信干部钱昌照……因

为他们两人都未说明是谁安排我和蒋见面的，所以我认为是他们二人共同安排的。”和蒋廷黻一同

上牯岭的还有何廉，参加会谈时除了蒋介石的秘书外，“只有吴鼎昌一人在座”。翁文灏担任行政

院秘书长后，蒋介石即任命蒋廷黻为行政院政务处长。① 次年蒋廷黻出任驻苏联大使，即由何廉接

任行政院政务处长一职。②

何廉与蒋廷黻是留美同学，又曾是南开大学的同事。１９２９年蒋廷黻去清华任教。第二年何廉
在南开创办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所设有独立的董事会，董事长是颜惠庆，董事中有许多国内金融

界的头面人物，如张嘉趝等人。据何廉回忆：“对于研究所支持贡献最大的组织，有华北的‘四大’

商业银行———金城银行、盐业银行、大陆银行和中南银行———在这些银行的经理之中有很多是我本

人的朋友。”③而吴鼎昌和周作民就是前两家银行的总经理。

上述四类人中，前两类已是蒋介石的幕僚；后两类涉及的外交、金融、教育界等众多人物，都是

蒋介石政权所急需的专业人才。１９３２年蒋介石总结下野教训时，就曾在日记中写道：“失败为外交
与教育之大意，而对于该两方人才亦毫不接近搜罗，而对于国内之策划，与国外之交际，亦无专人贡

献，此为招怨之大者也。此后对于外交、教育与财政人才，应十分收揽，对于策划之士亦应注重。”④

与黄郛交往密切的这批人，正是蒋政权建设最需要的人才。

教育界的这批精英之所以参加政府工作，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民族危

机，知识界一度围绕“民主与独裁”展开争论。参与这场争论者，大都有英美留学背景，是“受过民

主政治极久的熏陶”的大学教授们⑤，论战双方的代表人物刚好就是《独立评论》的创办人，蒋廷

黻、丁文江是“独裁”派的代表，胡适、陶孟和是“民主”派的代表。

为什么这样一群具有“独立精神”的自由主义者会分裂为两派，其中一派还选择支持独裁与

专制？看似不可理喻，事实上并不是他们对民主价值的追求发生了改变，而是他们在内忧外患的

民族危机面前，寻求了不同的“救国”之道。正如胡适在１９３５年元旦发表的《一年来关于民治与
独裁的讨论》一文中所言：“这个问题的发生，当然是因为这三年的国难时期中一般人不能不感觉

到国家统一政权的迫切，所以有些人就自然想寻出一条统一的捷径。”挑起这场争论的是蒋廷黻

在《独立评论》第８０号上发表的《革命与专制》一文，“他的主旨是反对革命的，所以他很沉痛地
指出，革命的动机无论如何纯洁，结果往往连累国家失地丧权”。因此他主张“必须先用专制来做

到‘建国’，然后可以‘用国来谋幸福’”。⑥ 蒋廷黻等人倡导的“专制建国”主张，同蒋介石此时推

行的“攘外安内”政策，刚好不谋而合，并得到蒋介石的赏识，于是这一派纷纷参加政府工作。知识

界的两派精英虽然观点不同，但并没有从此分道扬镳，他们的分歧只是选择方式的不同，终极目的

是一致的。抗战全面爆发后，胡适等主张民主的一派，也纷纷加入政府工作，为抵抗日本侵略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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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廷黻回忆录》，岳麓书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１５１、１５３页。
《何廉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８５页。
《何廉回忆录》，第４８页。
《蒋介石日记》（手稿），１９３２年３月２０日。
钱端升：《民主政治乎？极权国家乎？》，《东方杂志》第３１卷第１号，１９３４年１月１日，第２５页。
胡适：《一年来关于民治与独裁的讨论》，《东方杂志》第３２卷第１号，１９３５年１月１日，第１５页。胡适此文的论战对象蒋

廷黻、钱端升、吴景超等人不久都参加了政府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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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己之力。

事实上，这批教育、外交、金融界的精英，无论在朝在野，彼此间的联系都是相当密切的。在此

仅以１９３２年成立的“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为例。该学会以倡导国民外交，抵抗日本侵略为宗旨，
其十余年来仅有的数十名会员中几乎囊括了上述精英，胡适、丁文江、周诒春、徐新六、吴鼎昌、何

廉、陈光甫、蒋梦麟、陶孟和、王云五、张嘉趝、周作民、颜惠庆、黄郛、钱永铭、董显光、钱端升、周鲠生

等人都是该会会员或执行委员。①

政学系是如何控制政权的？

从政学系的发展脉络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政学系的形成期，大致从１９３２年初“蒋汪合流”到１９３５年底国民党五全大会期间，
核心人物是黄郛，而在外间影响最大的则是杨永泰。

黄郛虽然终身没有加入国民党，但他是辛亥元勋，又同陈其美、蒋介石是拜盟兄弟，所以国民党

内的反对势力，特别是ＣＣ系的二陈不敢把黄视为打击的主要目标，而是聚焦到杨永泰身上，甚至
在党内一度传播“军事北伐、政治南伐”之说，借此表达对这批人的不满。尽管黄郛等人早在南京

国民政府成立前后，即参加政府工作，并得到蒋介石的信任，但他们大都远离南京中央，出任封疆大

吏。此外，黄郛、熊式辉、张群等人都有留日背景，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民族危亡时期，被党内反对派
和其他政治势力视为亲日派，加以打击。

此时，政学系诸人对政权的控制，主要局限在地方政府，特别是杨永泰，为实现“七分政治、三

分军事”，首先在“剿共”区域改革原有行政结构，在省与县之间增设行政督察专员制，并在其他各

省也相继推行。为增强南昌行营辖区的行政效率，杨规定“分区设署”（指在县长以下增设区长）、

“合署办公”（指省政府），并裁减各级国民党党部工作人员。这些行政专员人选的任命和裁减，多

是由杨永泰签请，以蒋介石名义交到各省执行。一度南京中央政府所能控制的“河南、湖北、湖南、

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和陕西十个省政府的用人行政都直接听命于南昌行营。１９３４年
２、３月间还召集过一次十省高级行政人员会议，南昌行营第二厅（厅长为杨永泰———引者注）俨然
成为实际上的行政院。”②此外，委员长侍从室这一机构的设置和运行方式，也由杨永泰向蒋介石提

出并付诸实施。正是因为他有着极强的办事能力，深得蒋的赞许和信任。

在众多口述回忆史料中，熊式辉的亲信王又庸，被普遍认为是这一时期政学系的中层骨干。王

曾先后追随熊式辉出任过江西省民政厅长、战后东北行营民政部长。王又庸在回忆这一时期的政

学系时曾写道：

这个集团的特点是……没有任何组织形式，它的活动全部体现在三个主要人物———杨永

泰、熊式辉、张群以及他们的几个手下人的勾结或‘单干’的活动之中……曾有人粗作估计，说

这批人数有４０人左右，可能是大致不差的。有人说，杨永泰死后，新政学系分子逐渐减少了，
这是可能的；另一方面，它的上层分子则逐渐增加，也是事实。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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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静：《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研究（１９２５—１９４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２０９—２１０页。
王又庸：《关于“新政学系”及其主要人物》，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８卷，中国文史出版社

１９９６年版，第８７页。
王又庸：《关于“新政学系”及其主要人物》，《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８卷，第８８、８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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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笔者认为，“政学系”完全因杨永泰个人而得名，大致从１９３３年杨永泰出任军事委员会
南昌行营秘书长开始被传播。而这一时期杨永泰、熊式辉等人所任命的一批官吏，官职最大者也不

过是省民政厅长一类的职务，他们此后虽然仍同政学系其他成员保持着一定的关系，但很少再有升

迁的机会，对中央政府的政策制定和具体运作也没有太大的影响，且与此后的政学系成员交集

不多。

政学系的第二阶段，自１９３５年底国民政府改组到１９４９年国民党退败台湾。此后，其成员大都
脱离政府，四散海外。

国民党五全大会，是蒋介石第一次在没有汪精卫、胡汉民参与的情况下主持召开的全国代表大

会。“此次全会以决定政治、党部各负责人选，异常令人注意。”①大会结束后，蒋介石接掌行政院

长，全面改组政府，吸收了一大批同黄郛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财界、学界精英。“汪、胡各派除汪先

生略有保留外（闻顾亦不就），果夫、立夫竟未能丝毫与闻。”参加此次全会并对ＣＣ系抱有同情之心
的王子壮在日记中一度将新政府视为与政学系关系密切的“混合的亲日政府”，并认为新政府的

“杨（永泰）等适能代为计划亲日以免目前之危者，因乃见重于蒋”。② 他的这一判断在当时国民党

内相当普遍。或许是为了平衡与 ＣＣ系的关系，蒋介石并没有让杨永泰加入中央政府。五全大会
后，蒋任命杨永泰为湖北省政府主席。

杨永泰上任不到一年即遇刺身亡，不久黄郛因病去世。此后十余年间，被视为政学系上层骨干

的主要成员变化不大。他们大都具有一定的治国能力和专业知识，与国民党缺乏渊源但受到蒋介

石重用。因此，党内各派势力对其一概以“政学系”视之，并加以反对。正是上述诸多因素导致他

们彼此间更为相互依靠，关系密切，很快在南京政权内部形成了一股新兴力量。而接替黄郛，代蒋

介石负责联系这批人物的正是他俩的盟弟张群。从此，张群成了政学系无人替代的核心。

那么，此时的政学系又是如何控制中央政府的呢？

据时任行政院政务处长蒋廷黻回忆：“那年，正式院会改在周二上午举行，非正式会议（欲称小

型院会），于周五下午在委员长官邸举行。小型院会中只有孔祥熙、张群、吴鼎昌、张嘉趝、王世杰、

何应钦、翁文灏和我出席。秘书及书记人员均不得列席。”“在院会中，因为每个与会的人均有机会

发言，而时间有限，发言人绝不可浪费时间，言词要清楚，简单扼要，而且要争取他人的好感。所有

的话都是讲给院长听的，因为最后的决定不是表决的，而是由院长个人决行的。依照法律和传统，

中国行政院的部会首长颇似美国的国务卿，而不像英国的阁员。”③

从上述人员中不难看出，行政院的核心会议———小型会议除何应钦、孔祥熙外，几乎成了政学

系的聚会。而何、孔两人在国民党内没有一个以他们为首的相对严密的组织系统，相对不易同政学

系形成对抗。尽管这批部会首长没有表决权，但“所有的话都是讲给院长听的”。因此，政学系是

最有可能影响蒋介石的人，甚至可以操纵政权以及人事任免。此外，为了“争取他人的好感”，政学

系成员在涉及政府重大问题前，事先都充分交换意见。在此仅摘录几段时任行政院秘书长的翁文

灏的日记：１９３６年２月２２日，“与吴达诠（即吴鼎昌）、蒋廷黻谈六年计画工作方法”；１９３６年５月
２３日，“访吴达诠、周寄梅……谈预算事，报告于蒋”；１９３７年１月１２日，“与何淬廉（何廉）会宴张
公权、吴达诠、钱乙藜（钱昌照）、熊天翼、吴景超，会谈经济建设之必要”。④ 可见在讨论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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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壮日记》第２册，１９３５年１２月２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２００１年版，第５２４页。
《王子壮日记》第２册，１９３５年１２月１２日，第５３５—５３７页。
《蒋廷黻回忆录》，第１９１、１９８页。
翁文灏著，李学通等整理：《翁文灏日记》，中华书局２０１０年版，第２０、４７、１０８页。吴景超，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清华大

学教授、教务长，１９３５年后长期追随翁文灏参加国民政府，先后任行政院参事、经济部秘书等职。１９４７年重返清华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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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政学系成员之间大都先进行了详细的内部沟通，再呈报蒋介石，寻求支持。

１９３６年８月，蒋介石任命蒋廷黻为驻苏大使。接任政务处长的是蒋廷黻的朋友何廉。何廉上
任不久，在“一次行政院的非正式会议上”，蒋介石交给何廉的第一项任务是要他研究：“一，现有政

府中负责经济建设的机构；二，当前政府在经济建设中的工作；三，政府的财政收入和支出。”经过

深入调查，何廉发现尽管行政院下设实业部、交通部、铁道部等，但同时还有张静江负责的全国建设

委员会、宋子文控制的全国经济委员会，以及由蒋介石兼任委员长的资源委员会（秘书长是翁文

灏）。上述三“部”、三“会”分别负责国家建设，彼此之间毫无协调，“例如，公路建设是全国经济委

员会的事，交通部虽说理论上负责，实则什么也管不着。公用事业理应属于实业部处理，但始终集

中在全国建设委员会手上。”为此，何廉建议将三会取消，将其职能并入新的机构。① 据何廉回忆：

“我把此事和内阁中我最合得来的三位部长吴鼎昌、张嘉趝和张群说了说。张群显得合作而开明，

他和委员长过从甚密，是四位所谓把兄弟中最年轻的一个，看来张是明确地支持我的设想的。三人

都对我的建议表示很大的关心。”“我和内阁的许多成员进行过讨论，只有财政部是例外。他们始

终不合作。”不久因西安事变爆发，何廉的计划暂时停滞。② 不过，从此事的具体操作过程中，不难

看出政学系对政权的影响力度和控制能力。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一度回奉化老家休养。１９３７年１月，汪精卫从法国回到南京准
备出席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期间赴奉化与蒋介石会面，向蒋表示“甚欲主持经济”。③ 这自然引起

政学系诸人的紧张。因为在“党国体制”下，政府的任何重大决策，都需要经过国民党中央全会的

通过才可付诸实行。而在南京中央的政学系诸人除张群外均非党员，无权出席会议。何廉对此曾

回忆道：“那时委员长还在奉化。翁文灏和我以及一些其他的部长如张嘉趝、吴鼎昌等这些政府里

的‘装饰品’们，并不清楚幕后究竟是怎么回事。”④

于是，政学系诸公加紧活动。１月１２日晚，翁文灏“与何淬廉会宴张公权、吴达诠、钱乙藜、熊
天翼、吴景超，会谈经济建设之必要”。两天后，翁文灏亲赴奉化见蒋，建议“扩大经济建设，并有一

定组织”。⑤ １８日，经过翁、何等人的游说，熊式辉也赴溪口同蒋介石“谈经济建设及汪精卫先生意
见”。蒋介石听后即命熊式辉“立即起草”相关文件，熊式辉回答道：“俟回京后与关系诸人商办。”

第二天蒋再指示熊“经济建设方案原则，又谈及社会及经济人才问题”。熊式辉一到上海，“即约卢

作孚（时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水陆运输管理委员会主任）、杜重远（记者）、张嘉趝、王又庸（时任四川

省民政厅长）、张君劢（国社党主席）等八人”，“谈经济建设问题”。⑥ ２４日，翁文灏再与何廉“宴请
熊天翼、吴达诠、张公权、卢作孚等，讨论经济事业之组织。吴拟于军委会内设经济署，连系其他各

部会”。⑦ ２７日，蒋介石亲笔致函翁文灏，“嘱速拟办法，三中全会后颁发”。⑧ ３１日，蒋介石在日记
中记道：“精卫热心经济，其实非其所长，人事甚难安置。”⑨２月１２日，熊式辉“赴京出席三中全会，
拟携经济建设方案就便与关系方面再加审定后呈送蒋公。”瑏瑠２２日，全会通过《中国经济建设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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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廉回忆录》，第９９、１０４页。
《何廉回忆录》，第１０５、１１１页。
《蒋中正总统五记·困勉记》下，第５４１页。
《何廉回忆录》，第１２３页。
《翁文灏日记》，１９３７年１月１２、１４日，第１０８页。
熊式辉：《海桑集》，第１９９页。
《翁文灏日记》，１９３７年１月２４日，第１１１页。
李学通：《翁文灏年谱》，山东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１２９页。
《蒋介石日记》（手稿），１９３７年１月３１日；《蒋中正总统五记·困勉记》下，第５４１页。
熊式辉：《海桑集》，第１９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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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这年年底，国防最高委员会决议将实业部改组为经济部，并最终按照何廉当初的设计，将建

设委员会全部、经济委员会的一部，以及军事委员会第三、四两部，工矿、农产两调整委员会、资源委

员会及财政部之粮食运销局等并入经济部。任命翁文灏为部长、何廉为常务次长。① 原实业部长

吴鼎昌转任贵州省政府主席。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国家经济中心由沿海移到西南。此后，政学系为控制经济命

脉，特成立“西南经济建设研究所”。据翁文灏日记载：其“董事会会议，到者张岳军、张公权、川康

滇黔四省主席代表。追认张公权、何淬廉为所长，岳军、公权及余为基金保管委员。”此后，“西南经

建研究所开会，张岳军言，分别计划川康经济事已奉蒋批准。”②

尽管政学系并没有明确的组织，但彼此之间互为奥援，事前相互商量，事后相互提携，使他们能

与国民党内其他派系相抗衡，并控制政权。再有一例，抗战胜利前夕，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４日蒋介石任
命尚在苏联的熊式辉为东北行营主任，负责接收东北。２０日熊式辉回国当天，即“分别访吴鼎昌、
张群、吴铁城、张治中等接谈受命东北事”。２１日“何廉交来东北人士调查名单及行政长官公署编
制”。２２日“与张群、沈鸿烈、何廉谈组织行营、东北省份重划、经济主管人选等问题。由张群代发
电致犹在美国之张嘉趝速驾。”２４日“约会吴鼎昌、张群、沈鸿烈等商谈主席交下各方荐举东北各省
人选名册”。２６日“王世杰来谈东北各项有关接收问题”。③ 由此可见，自熊式辉接任东北行营主
任后，他第一时间约见的人几乎都是政学系的成员，通过政学系成员间的相互推荐，以求控制人事

任免等大政方针。

政学系与ＣＣ系、黄埔系

蒋介石打下天下后，政权建设中人才严重匮乏，以ＣＣ系为首的众多党务人员感慨：“既然很难
找到那么多适当的人员来分担组织党部与组织政府，则何以不让省市党部委员同时兼任省市政府

官吏，而要向外去求才呢？”④这种认识，在国民党内很有市场。国民党对外标榜“以党治国”，党内

各派系自然不愿权力旁落。

１９３５年，王子壮的日记中，记录了自己对杨永泰等人的观察和对政学系同蒋介石关系的思考，
非常生动地展现了国民党内部分人士对所谓政学系的认识。现摘录如下：

兹就所闻概记于下，杨本为政学系健将，活动于北方政界既有年，对于政治方面确有若干

之应付方法而为党人所不及者。故自日祸、共祸相迫而至，蒋处于应付维艰之境。杨得贡其所

见以博蒋之欢，尤于整理豫鄂皖等省之政治、财政，颇有计画，蒋乃倚为左右手。杨于是得随其

发展之计谋，如江西之熊式辉、湖北之张群、应付日本之黄郛俱予沆瀣一气。因其历史上与国民

党之不相容，乃定“拥蒋毁党”之政策，故对于剿匪各省之党务，莫不尽其拆台之能事（今日之党

团虽属无用，且多纠纷，但现在本党为“以党治国”，当谋所以改善之法，而不宜摧残之也）。

然为蒋所信任，在中央负党务责任之陈果夫、陈立夫对此亦曾为各种之设计，迄今为止并

无若何成功。兹举一二：如去年立夫先生介绍若干重要省市党部负责之委员为蒋之秘书，以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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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朋园、沈怀玉合编：《国民政府职官年表（１９２５—１９４９）》第１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１９８７年版，第２３０页。
《翁文灏日记》，１９３９年３月６日、９月８日，第３１５、３６８页。
熊式辉：《海桑集》，第４８８—４８９页。
陈立夫：《成败之鉴》，第１５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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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之咨询。但为时不久为杨永泰建议改为设计委员，均不得志，纷纷告归。后又使陈布雷追随

蒋之左右，原拟以之充秘书长，以陈与蒋有旧，向为蒋服文字之劳者也。但以陈之为人，器识不

大。蒋之与杨信赖尤深，计不得逞。陈仍不过为蒋之机要秘书而已。以故政学系将“力事扩

充以谋篡窃本党”之论时得而闻。

于此有一问题，即蒋与杨之信任关系为何种性质？一说以杨为政客，计画甚周，现为培植

羽毛时期，一方面在此时期竭力交结重要军人（如顾祝同等业已声气相通）及黄埔学生，迨至

羽毛丰满，即行揭开真面，以毁党而成为彼之天下；其次，则以为蒋之用人，向能用其所长而绝

不能为人所买，以其独断之性，固一英雄主义之人物也。彼最初对于共党密切合作，然至必要

时，断然予以清除，即其明证。蒋之对杨以目前环境需要，彼来协助，故毅然信任之。然果如见

其有不逞之图，自然可立即排除。此种见解，老先生如丁（惟汾）、叶（楚伧），盖仍作如是之观

察也。余以二者所见均有可能。

不过，政学系与共党相较，有不同者。以共党声势虽大，彼等始终破坏本党及蒋个人，盖属

显然。而政学系则附蒋以发展，彼之作用乃在由彼等拥蒋以活动政治，根本端在排挤本党。然

以蒋与党有如此深远之关系，且彼个人有相当之宗法社会思想，谓其将随杨的主张去党，亦似

无可能。不过杨如得计，可任意排除党中人物，以随其操纵把持之计，似属可能也。①

王子壮的上述分析，是站在维护国民党“党权”立场上，且完全针对杨永泰个人。事实上１９３６
年杨永泰遇刺身亡后，政学系并未消亡，所控制的“政权”实力反而越来越大。可见杨永泰只是政

学系成员之一，且因其早年参加北洋“政学会”而为党内反对派找到一个借口，从而成就了“政学

系”之名。政学系之所以遭到党内各派系的反对，其核心还是因为这些派系都认为他们对“党国”

并无多大贡献，却来分享政权，且势力不断坐大，这在掌握“党权”和“军权”的 ＣＣ系和黄埔系看
来，无疑是分割了他们的权力。

对此等议论，陈立夫深以为然：“在训政时期，党具有议会的功能，中央党部与国民大会相当，

地方党部与地方议会相当。如果是这样，党肯花钱付给党员，使他们收入与政府同级人员相等，这

样我们党里会有好的人员来管理政府；否则，党不给予党务工作人员必要的薪津，而要求党务工作

人员在自顾自给的原则下工作，这是不切实际的……其结果，有能力的人员将转入政府服务，那么，

另一种制度将会产生：党将与政府相抗，而不是督导政府。”甚至早在１９３１年宁粤对峙之初，陈立夫
即以为：“临时约法的施行将会提高人民的地位而降低了党的地位，政学系自然赞成利用人民的地

位去直接减低国民党的权力，间接用以和胡汉民对抗。”②

然而，约法尚未起草完毕，黄郛等人即从胡汉民被扣这一事件中明白，蒋介石要的约法并非他

们希望的约法。据黄郛日记载：１９３１年３月２５日，“畅卿由宁归，谈国民会议及约法两事已早失去
精神，将来必有名无实”。③ 黄郛对《约法》的评论，颇耐人寻味。这也间接印证了王子壮指责政学

系“拥蒋毁党”一说，并非完全捕风捉影。自黄郛、杨永泰去世后，政学系的其他成员则不再具备所

谓“拥蒋毁党”的能力和资历了。

国民党五全大会后，尽管蒋介石暂时排除了汪精卫、胡汉民在中央政府的势力，建立了一个以

政学系为主的内阁，但党内反对派为了打击政学系，马上转向尚在海外的胡汉民，再次发起“迎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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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壮日记》第２册，１９３５年４月１２日，第２９１—２９３页。
陈立夫：《成败之鉴》，第１５２、１６８页。
《黄郛日记》第６册，１９３１年３月２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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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运动”。虽然他们同胡汉民的主张并非一致，但胡汉民强调的“党权高于一切”的主张，正是他

们对付政学系最有力的武器。据王子壮观察：“行政院既如此告成，党内诸派均为不满，二位陈先

生（指ＣＣ）之消极为一明证，其他诸元老多同此感想，迎胡声浪之所以响彻云霄，足以见各方面之
不满现状者，欲持胡以改造现局之趋势……二位陈先生之不满现状者，以胡之来，亦可坚强一己之

自信，故最近之将来，胡先生既必然来京，对于彼之主张意见，及能否有冲破现局之能力，实有予以

最大注意之必要。”①可惜的是，胡汉民回国不久即因病去世。这反而加强了蒋介石个人在党内的

地位，有效抑制了反对者企图借胡抗杨的声音。

不过，长期以来，政学系成员不仅从能力上看不起这批年轻党务工作者，对国民党组织的作用

也不以为然。一次，熊式辉与蒋介石讨论“党政关系调整”时，曾“陈述近日感想所及者四事：一、党

的性质不明，因此党的运用不当；二、党员身分不明，因此党部成衙门，党员成官吏；三、水流湿、火就

燥。党的工作，应该帮政府，为湿为燥；四、党的组织不适于其工作。”他的这番言论，深得蒋的“嘉

许”，并“令速以书面条陈”。②

抗战爆发后，黄埔势力迅速崛起，他们不断希望染指政权建设，加大对政学系的挑战。１９３８年
初，蒋介石为集中财力、物力抵抗日本侵略，拟成立资源委员会，重点发展重工业。在讨论该会组织

条例时，黄埔系也想在新机构中分掌权力。在人事任免上，“何应钦对资委会表示不满，讲应聘军

人为委员”。③ 但蒋介石没有接受何的意见，而是任命翁文灏为委员长，将资源委员会完全交由翁

办理。翁随后“派钱昌照为资源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沈怡为主任秘书兼工业处长”。④ 沈怡是黄郛

的妻弟。资源委员会不仅抵制来自军方何应钦的要求，对ＣＣ系控制的党务系统也同样是不买账。
据钱昌照回忆：

过去在国民党时代有一句话，叫做“蒋家的天下，陈家的党”，意思是说，党部的权抓在陈

家手里。我在国防设计委员会以及后来的资源委员会时期，在成立机关党部这个问题上也一

直在和陈矛盾着。在１９４４年以前，党部方面前后有过三次要我们在资源委员会机关内成立党
部，我都拒绝……到了１９４４年，国民党开始筹办六中全会大会（应为六全大会———引者注）选
举，所有重要机关都要设立国民党党部，资委会乃被迫在会内成立第７８区党部。我本人未参
加此党部工作，只是嘱咐吴兆洪、戴世英等：好好安排，好好应付，不让资委会受到 ＣＣ影
响……后来我见蒋，说明我们多年来未成立党部，怕二陈插进来，把事业弄乱等等情况。他

唯唯。⑤

蒋介石之所以对政学系如此信任，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就是政学系没有像 ＣＣ系、黄埔系那样
建立一套明确的组织架构。虽然政学系成员间彼此相互照顾，但基本没有建立基层组织，且绝对忠

于蒋介石个人。

在政学系的众多成员中，并非都不想建立一个牢固的组织。１９３５年底蒋介石改组行政院后，
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就想结合内阁中的政学系成员组成一核心机构。据翁文灏日记，１９３６年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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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熊天翼来谈组织其‘智囊团’事”。① 尽管熊式辉在国民党五全大会上被增补为中央执行委

员，但政学系的诸多成员均非国民党党员，在党国体制下，他深感很难充分掌控政局，所以想成立

“智囊团”。某次他参加国民党中央全会后，觉得党国的重大方针“一切皆由中央党部组织领导，余

个人无何单独建议，故少发言，鸣亦形成孤掌。平日服务于地方，对中央事固不甚清楚，而一般会议

若无组织的运用，个人除尽其一分子之凑数外，不易发挥任何作用，尤以现在党的作风为然。”但政

学系的其他成员，对熊式辉的建议多不以为然。会后不久，熊式辉赴抵贵阳会晤省主席吴鼎昌，吴

即提醒熊：“对中央议论太直率。此与中央及地方俱无益处，多言宜戒。”并明确告诉熊：“地方不宜

造成小领袖，贵州尤应为此。”熊式辉反省后意识到吴鼎昌所言“诚有至理”。②

政学系的其他成员大都同吴鼎昌态度一致，翁文灏就曾在日记中写道：“余全为国家工作，以

蒋为唯一领袖，绝未加入任何系派（如 ＣＣ、ＨＨ、ＴＶ、ＣＨ）。”③而政学系的核心人物张群更是“熟知
蒋对自己属下最忌有二：（１）援有私人，自成系统，或造成小集团，利用政治机会，与蒋对抗；或朋分
利润，令蒋受到损失。（２）贪污。”当时，“众友评岳军，只能呼为蒋之使女而不得称为如夫人，以如
夫人尚有恃宠撒娇时，而张并此无之，惟知唯唯诺诺，蒋欲如何便如何，无一丝违抗。”④张群对蒋介

石的态度，更令熊式辉组织“智囊团”的想法落空。

结语

与蒋介石有过近距离接触的何廉曾这样评价蒋介石：

委员长是个可以共事的好人。他十分耿直，也非常坦率……他给我的印象是：迫切要新鲜

的主意，尽管是否把这个主意付诸实施是另一回事……他认识人，也懂得用人。但是他不懂得

制度和使用制度。我和他谈问题时，一谈到许多事情该制度化的时候，他的注意力就会向别处

转移。我对他有这样的感觉，从根本上说，他不是个现代的人，基本上属于孔子传统思想影响

下的人。他办起事来首先是靠人和个人接触以及关系等等，而不是靠制度。⑤

政学系的这批人，刚好契合了蒋介石的上述要求。相较于ＣＣ系和黄埔系，政学系没有明确的
层级架构和组织依托，体系松散，外延广阔；同时，他们又大多拥有良好的西方教育背景，具备较高

的行政组织能力和人脉关系；他们彼此因政见相似而同声相求，因地位相近而相互照应。

政学系的职能及蒋介石与政学系之间的关系，大致可总结如下几点：

第一，政学系主要帮助蒋介石有效运行中央政府各部会职能（除个别出任封疆大吏），特别在

国际交涉、财政金融和教育领域，依靠自己的专业知识为蒋介石出谋划策，分忧解难。其工作完全

不涉及军事和党务。其成员大多是国民政府的“特任”官，由于没有基层组织，很少有“简任”以下

的小官。自其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中期形成以来，成员基本没有太大变化。政学系很少有“小”官僚，
他们通过影响蒋介石，来影响政局的发展和人事安排。

９５

①
②
③
④

⑤

《翁文灏日记》，１９３６年５月１８日，第４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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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承担党国体制的政治设计，为重大人事任免向蒋介石提供意见。如在江西“剿共”时期，

杨永泰出任南昌行营秘书长，熊式辉为南昌行营参谋长；军事委员会下设的国防设计委员会，其成

员大多来自教育界；抗战爆发后成立的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吴鼎昌在抗战后期先后任国民政

府文官长兼国民党中央设计局秘书长、总统府秘书长等。此外，熊式辉也担任过中央设计局秘书

长，张群更是出任过中政会秘书长、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等多项重要的幕僚职务。

第三，协助蒋介石同国民党党外政治团体和中共沟通。政学系的这批成员无论是教育、金融界

人士还是北洋旧官僚，本质上大都对国民党一党专政体制不以为然，而是相对乐见国民党能开放政

权，从而导致他们同国民党内的其他派系矛盾重重。抗战爆发后特别是在战后，当蒋介石需要同国

民参政会或政协其他团体以及中共沟通时，政学系大都主动承担这项工作。

关于政学系，众说纷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党内有“众说”。我们对政学系的诸多观察，

都来源于其政治对手的言说，所以政学系的组织轮廓往往需要先勾勒其他派系后，方能得出。很多

人未得政学系好处，反不小心触了其他派系的霉头，抢了其他人的风头，就被戴上这顶帽子。如果

说前期的杨永泰还有伐异之举，稍符派系之说，后期则无人能担此任。换言之，往往是无派无系之

行政官僚，位居高位且由学而仕，符合政学系的人员描述，故人多以政学系视之，而这些人也多因同

声相求，愿与其他被认作政学系之人相往来、共取暖，两种过程，交错为用，共成政学系之名。

而政学系的尴尬，很大程度上正反映了蒋介石的尴尬、国民党的尴尬。行政权力在国民党统治

期间，是一个不断受觊觎、被践踏、遭蚕食的领域。党、军似乎都很有理由主政，前者有理论基础

（以党治国），后者以枪杆子为依托。但以党统政，党同伐异；以军领政，藩镇隐现。蒋介石不得不

为平衡两方，而靠一帮和其面而心不一定和的行政官僚，撑起这一残缺的领域。政学系虽曰有黄郛

为灵魂人物，但黄郛更似“共主”。如果说政学系，尤其是后期的政学系有所谓的领袖，只有蒋介石

可堪此名，张群不过是为其穿针引线的“使女”。

政学系的一大特点，就是学者型官僚。从“政学系”三个字来分析，恰好是“由政助学，引学辅

政”，能够给予蒋介石本人和其部下力所不及的帮助。而学者治政的一大特点，就是尚清流不尚党

谋。所以政学系吸引蒋的，是其工具层面的行政才干，而非价值层面的高山流水，双方其实缺乏共

事的强固基础，相互利用，而非相互认同。

１９４９年蒋介石败退大陆后，政学系成员真正随蒋撤至台湾的并不多。他们在政治上既反对国
民党独裁，也不认同共产党专政，且台湾舞台太小，蒋介石也不再需要这批中央大员，因此他们大多

移居海外。只有张群、王世杰一直追随蒋介石，并得到一定重用。

从此，政学系之名不再延续。

〔作者金以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１００００６〕
（责任编辑：潘晓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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